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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双语者二语口语产生中 

音韵编码过程的同化机制* 

辛  昕  兰天一  张清芳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872) 

摘  要  本研究运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结合时空微态分割分析法, 考察英汉双语者二语口语产生过程

中音韵编码过程的同化与顺应机制。研究中采用图词干扰即时命名任务, 比较英汉双语者的汉语产生

过程中音韵编码的加工单元与汉语母语者的汉语产生过程还是与英语母语者的英语产生过程的特点类

似。反应时结果发现汉汉组、英汉组与英英组都出现显著的音节效应。事件相关电位的结果发现英汉

双语者的汉语产生过程中出现了音素效应, 与其英语产生过程的特点类似, 音素效应在英语和汉语的

产生过程中都出现在图画呈现后的 200~250 ms 之间, 而汉语母语者的汉语产生过程中仅发现了音节效

应, 出现在 250~300 ms 之间。时空微态分割分析发现英汉双语者在汉语产生的音韵编码过程与英语母

语者在英语产生过程所对应的脑电微态成分相同, 仅在持续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 其微态成分不同于

汉语母语者的汉语产生过程。上述结果表明英汉双语者汉语产生的音韵编码过程与英语作为母语时的

产生过程相似, 而与汉语作为母语时的产生过程不同。英汉双语者的汉语产生过程采用了母语同化机制。 

关键词  双语者, 音韵编码, 同化, 顺应 

分类号  B842 

1  前言 

双 语 者 指 掌 握 并 能 使 用 两 种 语 言 的 个 体

(Fabbro, 1999)。双语者的第二语言加工过程是否会

受到母语的影响 , 是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之

一。Perfetti 等(2007)根据双语者母语和第二语言加

工的神经机制是否相同, 提出了有关二语加工模式

的同化与顺应假设(assimilation and accommodation 

hypothesis), 认为二语加工过程中存在同化和顺应

两种不同的机制。同化机制指双语者采用母语策略

(overlapping system)加工二语, 被试表现为二语加

工和加工母语的神经模式类似; 顺应机制指双语者

采用二语的加工系统(additional system)加工二语 , 

表现为二语加工与二语这门语言为母语时的加工

模式类似。 

1.1  双语加工中的同化与顺应机制 
双语者加工二语时表现出同化还是顺应机制, 

所比较的对象是两种语言作为母语时的认知神经

机制。研究发现, 语言的正字法透明度影响了母语

者语言加工的脑激活模式。正字法透明度指的是从

字 素 到 音 素 的 形 音 匹 配 程 度 的 规 则 性 (Liberman 

et al., 1980)。正字法透明度高指语言中的一个字素

与一个音素匹配(如意大利语), 正字法透明度低指

语言中一个字素与多个音素匹配, 或者是一个音素

对应多个字素(如英语) (Katz & Frost, 1992)。研究

发现在阅读和命名任务中, 意大利母语者比英语母

语者更多的激活左侧颞顶区, 该区域主要涉及音素

加工。英语母语者则表现出更多的激活于左侧后颞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1378 心    理    学    报 第 52 卷 

 

下回和左侧额下前回, 而该区域主要涉及词汇检索

(Paulesu et al., 2000)。 

双语者加工二语的脑激活模式是与自己的母

语相似还是与二语(作为母语时)类似, 这与两种语

言正字法透明度的相对高低有密切关系。印地语的

正字法透明度高于英语, Das 等(2011)发现印地语−

英语双语者在印地语阅读过程中左侧顶下小叶表

现出更高的激活, 而在英语阅读中左侧颞下回的激

活程度更高。Jamal 等(2012)在西班牙语−英语双语

者 (前者的正字法透明度高于后者 ) 研究中发现 , 

当被试阅读西班牙词汇时左侧颞中回和颞上沟的

激活更强, 这两个脑区涉及语义加工, 在阅读英语

词汇时左侧额中回和额上回的激活更强, 这两个脑

区在语音加工中起着重要作用。Nelson 等(2009)在

英语−汉语双语者(英语的正字法透明度高于汉语)

研究中发现, 被试在阅读英语词汇时激活了大量的

左侧梭状回区域, 这一区域可能涉及语义加工, 但

在阅读汉语时则发现了双侧梭状回区域的激活。

Liu 和 Cao (2016)采用元分析发现在双语加工中, 

如果双语者的二语比一语的正字法透明度高, 则更

多激活了双侧听觉区和中央前区, 这些区域主要负

责视听感觉和语音编码, 表明双语者加工二语时采

用了同化机制。如果一语比二语正字法的透明度高, 

则更多激活了左前额叶区域, 表明对二语的形音匹

配加工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说明双语者加工二语

时采用了顺应机制。 

尽管如此, 双语者二语语音加工任务中有关同

化与顺应机制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采用双耳分听

声调判断任务, Wang 等(2001)发现具有声调经验的

汉语被试在汉语任务中表现出左脑优势, 而无声调

经验的英语被试则表现出双侧激活的模式。在后续

的训练任务中, Wang 等(2003)进一步要求英语母语

者学习汉语的声调, 结果发现左侧颞上回显著激活, 

且激活水平与声调学习成绩正相关。研究者推测英

语母语者采用汉语模式加工汉语 , 采用了顺应机

制。与此结果不同, Tian 等(2019)考察了母语为英语

或印度尼西亚语, 第二语言为汉语的被试在出声阅

读中形音规则加工过程的神经基础。汉字形音规则

指汉字的发音是否与声旁发音相同, 相同为规则汉

字, 不同则为不规则汉字。结果发现, 双语者在命

名规则汉字的条件下, 激活了左侧辅助运动区以及

左侧中央前回, 而汉语母语者则激活了与正字法加

工相关的左侧额下回。根据这一结果, Tian 等(2019)

认为双语者是利用音素相关区域和运动区域促进

规则汉字的语音加工, 表明第二语言为汉语的双语

者使用了同化机制加工汉字语音。 

同化与顺应机制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有研究比

较脑区激活的模式发现双语者的二语加工过程同

时采用了同化与顺应机制。Zhao 等(2012)采用不出

声命名任务, 发现在汉语加工任务中英汉双语者比

汉语母语者的双侧枕叶激活更强, 表明双语者对汉

字进行视觉词形分析, 采用了顺应机制加工汉语。

不同的是汉语被试的左侧顶下小叶表现出更多背

侧区域的激活, 而英汉双语被试在汉语任务中左侧

顶下小叶表现出更多腹侧区域的激活。已有研究发

现左侧顶下小叶背侧的激活与语音存储有关, 而腹

侧 化 与 精 确 的 字 素 − 音 素 转 换 加 工 (grapheme- 

phoneme route)有关(Tan et al., 2010)。研究者认为双

语者的腹侧激活表明人们把不规则汉字的学习看

作是部件−发音对应(Radical-Sound)的规则 , 类似

于英语字素−音素的习得策略。加工策略上的相似

性表明英汉双语者采用同化机制加工汉语, 二语加

工中同时存在同化与顺应机制。 

近期有一些研究者采用高时间分辨率的事件

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技术比较了

双语者加工二语的时间进程模式。Timmer 和 Shiller 

(2012)采用出声阅读任务, 通过启动范式设置启动

词和目标词之间的正字法−语音相关条件。发现荷

兰语−英语双语者和英语母语者脑电模式基本相似, 

双语者和英语母语者都在 120~180 ms 发现了正字

法效应, 180~280 ms 发现了语音效应。因此, 这一

结果表明荷兰语−英语双语者在二语加工时表现出

了与英语母语类似的加工模式 , 支持了顺应的观

点。王星星(2013)采用图片命名和语义判断任务考

察了藏汉双语者汉语产生的语音效应。结果发现, 

藏汉双语者在汉语字词口语产生过程中信息激活

的时间进程为形−音−义, 且在时间上存在重叠。研

究者认为藏汉双语者的汉语产生特征与藏语母语

相似, 表明汉语作为二语的产生受到了母语背景的

影响, 表现出母语同化的认知机制。 

综上, 已有双语者二语加工的研究主要是采用

功 能 磁 共 振 成 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技术从认知神经的层面上对此问

题进行考察, 研究主要发现是二语加工中采用同化

抑或是顺应机制受到母语和第二语言特点的影响。

很少有研究关注双语者二语词汇产生过程中的加

工机制, 而词汇产生是从概念通达开始, 最后输出

语音或者文字的过程, 其加工过程与词汇理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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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国 等, 2006; Ferrand et al., 1996; 张清芳, 杨

玉芳, 2005)。本研究是从词汇产生过程的角度来考

察双语者二语加工的认知神经机制。 

1.2  口语词汇产生中音韵编码的单元 
口语产生过程包含了概念准备、词条选择、音

韵编码、语音编码和发声 5 个主要阶段(Dell, 1986; 
Levelt et al., 1999)。在音韵编码过程, 讲话者根据

词 素 选 择 音 段 和 节 律 结 构 , 并 进 行 音 节 化

(syllabification), 将音段与节律结构中的音节节点

联系起来。在语音编码过程选择音节程序节点为发

音做好准备。音韵编码的加工单元一直是言语产生

研究的争论焦点之一。 

在印欧语言的口语产生中, 大多数研究支持音

素是音韵编码的加工单元。在英语语误中, 绝大部

分的语音片段插入、遗漏、替代或者置换等错误都

来源于音素的变换(例如 york library→lork yibrary, 

reading list→leading rist), 而较少发现音节变换导

致的言语错误(例如 napkin→kinnap) (Dell, 1986)。

采用图画−词汇干扰任务(Damian & Martin, 1999; 

Meyer & Schriefers, 1991)、掩蔽启动范式(Forster & 

Davis, 1991; Kinoshita & Woollams, 2002; Malouf & 

Kinoshita, 2007; Schiller, 2008) 和 内 隐 启 动 范 式

(Damian & Bowers, 2003), 研究者发现与音素不同

相比, 音素相同时都会产生显著的反应时加快, 表

明音素是音韵编码的单元。 

研究者对汉语口语词汇产生的音韵编码过程

中音节和音素的作用存在不同看法。汉语作为一种

声调语言与字母语言存在很大的不同。首先, 相比

英语、荷兰语, 汉语的音节数量很少, 不计声调有

400 个音节左右, 计声调也只有 1200 个左右, 而荷

兰语中大约有 12000 个音节(Levelt et al., 1999; 张

清芳, 杨玉芳, 2005)。其次, 汉语中的音节边界十

分清晰, 不存在重新音节化现象, 而在拼音语言的

口语产生中, 会出现大量跨越音节边界重新组合成

音节的现象。根据 Levelt 等(1999)的观点, 重新音

节化现象是心理词典中不存储音节的主要原因, 而

在汉语中更为经济的方式是将所有音节存储起来, 

并在音韵编码过程中直接提取。因此汉语的语音特

点决定了汉语的主要音韵编码单元更可能是音节, 

而非音素。 

语误分析发现在汉语中只有极少量的音素错

误 , 大部分语误都是音节和韵导致的出错 (Chen, 

2000)。Chen 等(2002)采用内隐启动范式探索汉语

双音节词汇产生中的音韵编码阶段, 发现了音节相

同条件下的启动效应, 但音素相同条件下无任何效

应, 张清芳和杨玉芳(2005)利用图画词汇干扰范式, 

Chen 等(2003)以及 Chen (2016)采用掩蔽启动范式

发现了相似的结果, 这表明无声调的音节在音韵水

平上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计划单元。You 等(2012)利

用图画命名和单词命名两种任务均发现了音节启

动效应, 为汉语口语中音节是音韵编码单元提供了

更强的证据。岳源和张清芳(2015)采用图画−词汇干

扰范式, 通过比较即时命名、延迟命名以及延迟命

名与发音抑制任务的结合, 考察了汉语口语产生中

音节和音段(segments)1 (多个音素结合形成的一个

单元, 其音素个数少于音节)在单词形式编码的不

同阶段所产生的效应, 结果表明音节的促进效应发

生在音韵编码阶段, 证明了音节是音韵编码过程的

合适单元 , 音段可能在随后的语音编码阶段起作

用。Roelofs (2015)认为汉语产生音韵编码阶段是先

提取音节再分解为较小单元的音素(或者音段), 最

终在语音编码阶段按照运动指令组合发音。 

与上述结果不同, 有些研究发现了粤语口语产

生中音段的促进效应。Wong 和 Chen (2008, 2009)

采用图画−词汇干扰范式, 在粤语中发现当干扰词

与目标词的韵母和声调相同时, 图画命名显著快于

无关条件, 因此他们认为粤语口语产生中的主要音

韵编码单元可能是音段(同见 Wong et al., 2012)。最

近 Wang 及其同事的研究同样发现了音段促进效应, 

但更重要的是发现音节是在音段提取之前加工, 支

持音节是粤语口语产生中的音韵编码单元(Wang, 

Wong & Chen, 2017; Wong et al., 2018)。Wong 等

(2012)选取的粤语被试是来自香港的大学生, 具有

较高的英语水平, 研究者认为对于英语这种字母语

言的过早暴露, 可能是导致被试的粤语加工模式更

接近英语母语的原因, 从而能够更加敏感的操作亚

音节水平作为音韵编码的计划单元。 

也有事件相关电位的研究发现了音素效应。Qu

等(2012)采用音素重复任务(如首音素重复的“黄盒

子”和首音素不重复的“绿盒子”), 在图画呈现后的

200~300 ms 之间发现了首音素重复效应, 表明音

素信息在音韵编码阶段也会被激活(同见 Yu et al., 

2014)。O’Seaghdha 等(2013)等指出 Qu 等发现的

ERP 波形的差异可能仅仅反映了颜色词和目标词

                                                           
1音段 (segmental units)在汉语中指的是亚音节语音表征单元

(sub-syllabic units) (Bakovic, 2014)。例如, 对于一个 CVG (G 表

示 glide) 结构的汉语音节 /qing/, 可以划分为两个音段, 首 CV

结构的/qi/和尾音段 VG 结构的/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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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音素相同时的联结, 并不能表明音素是音韵编

码的单元。Wang, Wong, Wang 等(2017)的研究在关

键试次中先后呈现两幅图片, 两幅图片存在音节相

关、音段相关或无关关系。要求被试在看到第一幅

图片和第二幅图片(目标图)时均先不要命名, 当提

示线索出现时才对图片进行口语命名(即延迟命名

任务)。研究在目标图画呈现后的 200~400 ms 与

400~600 ms 发现了音节相关效应, 却未发现任何

音段相关效应。Zhang 和 Damian (2019)采用掩蔽启

动范式, 首次在汉语普通话的口语词汇产生过程中

同时探测到了音节效应(300~400 ms)和音段效应

(500~600 ms), 基于元分析中各个阶段对应的时间

进程(Indefrey, 2011), 研究者认为这两个效应可能

分别发生在音韵编码阶段和语音编码阶段, 表明汉

语口语音韵编码的单元可能是音节而不是音素(类

似的加工模式见 Cai et al., 2020; Feng et al., 2019; 

张清芳, 王雪娇, 2020)。 
1.3  英汉双语者汉语口语词汇产生中的音韵编

码单元  
综上, 多数研究者认为汉语口语词汇产生中音

韵编码过程最先激活的单元是音节。与此同时, 研

究发现双语者的音韵编码过程会受到双语者语言

的影响, 尤其是第一语言的经验可能对第二语言的

加工过程产生影响(Qu et al., 2012; Wang, Wong, & 

Chen, 2017; Wong et al., 2018; Verdonschot et al., 

2013; Nakayama et al., 2016)。Verdonschot 等(2013)

选取熟练英汉双语者完成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

启动任务, 发现了汉语任务中的启动词与目标词音

节结构相同时的首音素启动效应, 表明母语可能影

响了二语的加工过程。Nakayama 等(2016)选取二语

熟练度不同的日英双语者, 在掩蔽启动范式下要求

被试出声朗读英语单词。启动词和目标词只有起始

音素重叠(e.g., bark-BENCH), 或者辅音元音(CV)

重叠为日语中的莫拉单元(e.g., bell-BENCH)。结果

发现低熟练度的日英双语者表现出 CV 启动效应, 

但未发现音素启动效应, 即他们产生第二语言英语

词汇时使用音节为音韵编码单元, 这可能是由于第

一语言日语中的音韵编码单元对第二语言的音韵

编码单元造成影响, 双语者音韵编码的单元受到了

二语水平的调节。 

现有关于汉语口语词汇产生中音韵编码单元

的研究仅关注了汉语作为母语的加工过程, 而对于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产生时这一过程的认知机制尚

未有研究进行探索。在二语习得认知神经机制的研

究中, 主要关注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时的词汇理解

过程(Timmer & Shiller, 2012; Liu & Cao, 2016; 

Zhao et al., 2012), 通过比较脑区激活模式的相似

性考察二语理解的同化与顺应机制, 从词汇产生过

程角度进行探索的研究很少。而且, 已有有关同化

与顺应机制的研究多采用 fMRI 技术比较脑区激活

模式, 很少有研究从时间进程的模式上进行考察。 

本研究采用图画词汇干扰范式, 利用事件相关

电位技术, 考察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时的音韵编码单

元及其时间进程。实验中选取了两组被试, 包括母

语为字母语言的英汉双语者和汉语普通话为母语

的中国被试 , 变化干扰词与目标图片名称的关系 , 

包括音节相关、音素相关和无关三种条件。与汉语

相比, 英语的形音匹配规则较为一致, 正字法透明

度较高; 而汉语中字形与语音之间的匹配是不透明

的 , 两类语言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 , 

已有研究一致地表明英语和汉语的音韵编码分别

为音素(Damian & Bowers, 2003; Schiller, 2008)和

音节(Feng et al., 2019; Zhang & Damian, 2019), 采

用这两种语言可以考察母语对第二语言音韵编码

单元的影响。实验中要求英汉双语者完成英语和汉

语口语词汇产生任务, 汉语被试仅完成汉语口语词

汇产生任务。我们通过比较汉语作为二语产生时的

行为模式和脑电模式(详见数据分析部分)类似于汉

语母语者还是英语母语者考察词汇产生过程的同

化与顺应机制。如果英汉双语者的汉语词汇产生模

式与汉语母语者的模式更为相似, 则支持顺应机制, 

如果与英语的词汇产生模式更为相似, 则支持同化

机制。 

2  方法 

2.1  被试 

汉语母语被试 22 人(13 名男性, 9 名女性, 平均

年龄 21.9 岁), 英汉双语被试 18 人(13 名男性, 5 名

女性, 平均年龄 22.9 岁), 两组被试在年龄上无显

著差异(t = 1.35, p = 0.19), 均为在校大学生。英语

母语被试为外籍留学生, 是晚期英汉双语者, 学习

汉语至少 3 年以上, 平均学习汉语年龄 18 岁开始, 

均具有 1 年以上的中国留学经历, 通过汉语水平考

试(HSK)5 级及以上。所有被试无脑部疾病史, 视力

或矫正视力正常, 在实验前阅读知情同意书并签字, 

实验后获得一定报酬。 

2.2  材料 

汉语命名材料。32 幅黑白线条图片, 选自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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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和杨玉芳(2003)建立的汉语图片命名的图片库 , 

正式实验图片为 25 幅, 练习图片 7 幅, 名称均为单

音节词, 每幅图片匹配 3 种类型的干扰字。例如, 图

片名称为“船” (/chuan2/), 分别匹配 3 种干扰词：

1) 音节相关词与目标图片名称音节完全相同而声

调不同, 如“穿” (/chuan1/); 2) 音素相关词与目标

图片名称的首音段或者首音素组合相同, 声调不同, 

即与目标图片名称的头两个音素相同(CV 相关), 

如“吃” (/chi1/); 3) 无关词与目标图的名称无语音

相关, 如“杯” (/bei1/)。3 种条件下的干扰词与目标

词之间均无任何语义和正字法上的联系, 且干扰词

的词频(王还等, 1986)和笔画数匹配, 统计结果无

显著差异, 字频：F(2, 72) = 1.21, p = 0.31; 笔画数：

F(2, 72) = 0.51, p = 0.60。  

英 语 命 名 材 料 。 32 幅 黑 白 线 条 图 片 选 自

Snodgrass 和 Vanderwart (1980)标准化的英语图片

命名的图片库, 正式实验图片为 25 幅, 练习图片 7

幅, 名称均为双音节词, 音节结构为 CV 或 CCV (C

表示辅音, V 表示元音)。例如, 图片名称为“penguin 

(/ˈpeŋgwɪn/)”分别匹配 3 种干扰词 1) 音节相关词与

目标图片名称首音节相同, 例如“pencil (/ˈpensl/)”; 

2) 音素相关词与目标图片名称的首音素相同, 例

如“pilot (/ˈpaɪlət/)”; 3) 无关词与目标图的名称无语

音相关, 例如“orbit (/ˈɔ:bɪt/)”。3 种条件下干扰词的

词频和音节长度匹配 , 统计结果无显著差异 , 词

频：F(2, 72) = 0.93, p = 0.40; 音节长度：F(2, 72) = 

0.35, p = 0.71。 

2.3  设计 

研究中要比较英汉双语者汉语图画命名的过

程与英语图画命名过程类似, 还是与汉语母语者的

图画命名过程类似, 两组被试共获得 3 组数据, 分

别为汉语母语者用汉语命名图片(简称为“汉汉组”), 

英语母语者用英语(简称为“英英组”)和汉语(简称

为“英汉组”)命名图片。根据数据分析的思路, 研究

中包括了两类实验设计。第一类是两因素混合设计, 

包括了汉语是作为母语还是二语(简称为“汉语类

别”, 包括汉汉组和英汉组)和干扰词与图片名称之

间的语音相关类型(音节相关, 音素相关, 无关)两

个自变量, 第一个自变量为被试间因素, 第二个自

变量为被试内因素。第二类是两因素被试内设计, 

包括了英汉双语者的目标语言(英英组和英汉组)和

干扰词与图片名称之间的语音相关类型(音节相关, 

音素相关, 无关)两个自变量, 均为被试内因素。 

25 幅实验图片和 7 幅练习图片都与 3 种不同的

干扰字搭配后形成了 75 个实验配对和 21 个练习配

对, 因此, 每组包括 21 次练习试次和 75 次实验试

次。为了得到足够多的叠加次数, 每组测试重复了

3 次, 图画呈现的顺序是伪随机的：同一幅图画至

少间隔 5 幅其它图画后再次呈现, 图画名称声母相

同或者声旁相同的不会连续出现, 各个条件下相同

的干扰词不会连续呈现。每个被试 3 组中测试的试

次序列是不同的, 每组之间有休息。英汉双语被试

一半先完成母语命名任务, 一半先完成汉语二语命

名任务。 

2.4  仪器 

实验由 E-prime 2.0 心理学实验程序编写, 被

试 出 声 命 名 , 设 置 麦 克 风 接 收 语 音 信 号 , 通 过

PST-SRBOX 反应盒记录声音信息, 录音笔记录被

试反应。收集脑电数据时 , 被试需配佩戴脑电帽

(Quick Cap), 通过 Neuroscan 软件及硬件设备记录

数据。 

2.5  程序 

被试端坐在距离电脑屏幕 70 cm 处进行实验。

正式实验开始之前, 在屏幕中央依次呈现每幅图片

及其对应名称(汉语或英语名称), 呈现时间为 2 秒, 

共 50 幅。告知被试正式实验会呈现这些图片, 要求

被试尽可能记住图片对应的名称。如若被试对某一

图片的名称错误命名, 则对其进行纠正, 并强调记

住相应名称。一般来说, 因为这些图片都是日常生

活中常见的命名一致性很好的图片, 被试对图片的

命名与程序中给出的名称是一致的。 

正式实验中每一个试次的流程如下：首先屏幕

中央呈现注视点“+”800 ms, 再呈现 500 ms 空屏, 

然后同时呈现图和词(词在图中央), 要求被试忽略

出现的词, 准确而迅速地说出图画的名称, 被试做

出反应的同时图片与干扰词消失 , 再间隔 800~ 

1000 ms 的空屏, 主试控制按键进入下一个试次。

每组被试完成实验试次数和实验时间有差别。汉语

母语被试仅完成汉语材料。英汉双语被试需要完成

英语命名和汉语命名, 语言种类的材料顺序在被试

间平衡, 一半被试先做英语命名再做汉语命名, 一

半被试先做汉语命名再做英语命名。英汉双语被试

需要完成 492 个试次, 时长约 42 分钟, 每完成一组

(约 7 分钟)休息一次。 

2.6  EEG 记录与分析 

脑电信号由 Neuroscan 系统进行采集, 64 导银、

氯化银电极以国际通用的 10-20 方式固定于电极帽

上。左侧乳突作为参考电极, 额头中央连接接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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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位于左眼上下眶的电记录垂直眼电(VEOG), 位

于 左 右 眼 角 外 1 cm 处 的 电 极 记 录 水 平 眼 电

(HEOG)。电极与头皮之间的阻抗小于 5 kΩ。信号

经放大器放大, 滤波带通为 0.05~70 Hz, 采样频率

为 500 Hz。 

记录的 EEG 数据导入 MATLAB (MathWorks), 

利用 EEGLAB 软件包(Delorme & Makeig, 2004)进

行离线处理。首先对脑电数据进行双侧乳突的重新

参考(Wang et al., 2011; Zhang & Zhu, 2011)。分别对

数据进行 30 Hz (24 dB/oct)的低通滤波以及 0.1 Hz

的高通滤波, 再按照目标图呈现前 100 ms 和呈现

后 600 ms 对脑电数据进行分段, 前 100 ms 作为基

线 进 行 基 线 校 正 , 在 伪 迹 校 正 中 将 波 幅 超 过

±100 μV 去除, 以排除无关伪迹的影响。 

选取半球(前和后)和偏侧化(左、中、右) 6 个

兴 趣 区 进 行 分 析 , 其 中 每 个 兴 趣 区 (region of 

interest, ROI)波幅值是 3 个电极点的平均波幅：左

前(F3, FC3, C3), 中前(Fz, FCz, Cz), 右前(F4, FC4, 

C4); 左后(CP3, P3, PO3), 中后(CPz, Pz, POz), 右

后(CP4, P4, PO4)区域。将每个时间窗口的平均波幅

根据两种实验设计分别进行分析。(1) 2(汉语类别：

汉汉组、英汉组)× 2(语音相关类型：音节相关、音

素相关、无关) × 2(半球：前、后) × 3(偏侧化：左、

中、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2) 2(目标语言：英英

组、英汉组) × 2(语音相关类型：音节相关、音素相

关、无关) × 2(半球：前、后) × 3(偏侧化：左、中、

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中球

形性假设不成立时 , 使用  Greenhouse-Geiss 法校

正。利用 R 软件中的 fdrtool 安装包, 在多重比较中

采用控制错误发现率校正法对 p 值进行校正(false 

discovery rate, FDR, Yekutieli & Benjamini, 1999)。 

采用 Cartool 软件(Brunet et al., 2011)进行时空

微态分割分析, 使用了汉汉组、英汉组与英英组内

音节相关条件、音素相关条件以及语音无关条件下

被试的总平均数据。这一分析方法是利用层次聚类

分析(modified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analysis)和聚

合层次聚类法(agglomerative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来确定对不同条件之间的总平均数据解释力度最

大的地形图成分。结合交叉验证(cross-validation)

和 Krzanovski-Lai 准则(Michel et al., 2001; Murray 

et al., 2008)来确定不同条件下能够最好的解释总

平均数据的最优地形图数量。然后采用统计平滑去

除解释力较低、时间孤立的地形图。两个地形图之

间的相关性达到 90%以上即融合为一个地形图, 持

续时间小于 10 ms 则拒绝该地形图。再利用 Ragu

软件包(Koenig et al., 2011)对在 Cartool 软件中分割

得 到 的 微 态 地 形 图 数 据 进 行 非 参 数 置 换 检 验

(Koenig et al., 2014)。首先, 将每个被试在每个条件

下的 ERP 数据进行条件间以及被试组间的重新随

机分配, 组合成新的总平均的数据, 再对新的总平

均数据进行微态拟合, 并提取微态特征(持续时间

等参数)。随后经过 5000 次的重新组合与计算, 可

以建立零假设条件下的微态特征的差异分布。最后, 

将真实情况下各个条件间的总平均数据与零假设

分布进行比较, 从而直接得到 p 值, 不需要进一步

的统计分析。 

3  结果 

4 名汉语被试由于无关伪迹太多而被剔除。最

终分析 18 名汉语母语被试(11 名男性, 7 名女性), 18

名英汉双语被试(13 名男性, 5 名女性)。 

3.1  行为数据 

两组被试共获得 3 组数据, 删除反应时快于

300 ms 或者慢于 2000 ms 的数据, 以及偏离各条件

下平均值 3 个标准差以外的试次, 汉汉组、英英组

和英汉组分别删除了 2.5%, 3.0%。和 3.3%的数据。

图 1 中表示了 3 组数据的平均反应时。 
 

 
 

图 1  汉汉组、英汉组和英英组图画命名的潜伏期(* p < 

0.05) 
 

使用 R 软件(R Development Core Team, 2009)

中 lme4 安装包的 lmer 程序(Bates et al., 2015)进行

固定和随机效应的分析。使用限制最大似然估计法

查找对观测数据实现最佳拟合模型的最优参数估

计。模型拟合主要包括 3 个步骤: 首先, 指定一个

只包含随机因素(被试和项目)的零模型; 第二, 通

过添加固定因子来丰富零模型。在已有模型的基础

上, 逐步增加两个自变量及其交互作用。第三, 使

用卡方检验将新建立的模型与之前的模型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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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组混合效应模型的固定效应 

汉汉-英英组 汉汉-英汉组 英英-英汉组 
自变量 

β SE t p β SE t p β SE t p 

截距 607.41 39.54 15.36 <0.001 585.01 38.90 15.04 <0.001 672.80 25.69 26.22 <0.001

目标语言 — — — — 67.65 24.21 2.80 0.008 — — — — 

语音类型 13.11 1.16 11.28 <0.001 19.09 3.77 5.07 <0.001 19.98 3.86 5.16 <0.001

目标语言：语音类型 — — — — −6.343 2.38 −2.66 0.008 −6.77 2.45 −2.76 0.006

 

较。若在已有模型中加入固定因子或两个因素的交

互作用对方差估计的改善不显著, 则当前模型是最

佳拟合模型。 

首先进行汉汉组和英英组的方差分析, 将母语

类别(汉汉组、英英组)和语音相关类型(音节相关、

音素相关、语音无关)作为固定效应, 被试和项目作

为随机效应对反应时进行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

最优模型(见表 1 最左栏)包括语音相关类型主效

应。增加目标语言未显著提高模型的拟合度, χ2(1, 

7877) = 3.25, p = 0.07; 增加语音相关类型显著地

提高了模型的拟合度 , χ2(1, 7877) = 126.33, p < 

0.001; 增加目标语言和语音相关类型的交互作用

未提高模型的拟合度, χ2(1, 7877) = 0.0021, p = 0.96。 

第二, 进行汉汉组和英汉组的方差分析, 将汉

语类别(汉汉组、英汉组)和语音相关类型(音节相

关、音素相关、语音无关)作为固定效应, 被试和项

目作为随机效应对反应时进行线性混合效应模型

分析。最优模型包括目标语言、语音相关类型主效

应以及目标语言和语音相关类型的交互作用(见表

1 中间栏)。增加目标语言显著地提高了模型的拟合

度, χ2(1, 7859) = 4.96, p = 0.025; 增加语音相关类

型显著地提高了模型的拟合度, χ2(1, 7859) = 4.94, 

p = 0.020; 增加目标语言和语音相关类型的交互作

用显著地提高了模型的拟合度, χ2(1, 7859) = 7.08, 

p = 0.007。 

最后进行英英组和英汉组的方差分析, 将目标

语言(英英组、英汉组)和语音相关类型(音节相关、

音素相关、语音无关)作为固定效应, 被试和项目作

为随机效应对反应时进行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

最优模型包括语音相关类型主效应以及目标语言

和语音相关类型的交互作用(见表 1 最右栏)。增加

目标语言并未显著提高模型的拟合度, χ2(1, 7842) = 

0.46, p = 0.49; 添加语音相关类型显著地提高了模

型的拟合度, χ2(1, 7842) = 64.39, p < 0.001; 增加目

标语言和语音相关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地提高了

模型的拟合度, χ2(1, 7842) = 7.63, p = 0.006。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 汉汉组发现音节效应显著, 

β = −43.06, p < 0.001, 音素效应不显著, β = −5.52, 

p = 0.53; 英汉组音节效应显著, β = −20.60, p < 

0.001, 音素效应不显著, β = −7.18, p = 0.34; 英英

组音节效应显著, β = −20.65, p < 0.001, 音素效应

不显著, β = −7.98, p = 0.22。 

3.2  ERP 分析 

两组被试共收集 3 组脑电数据, 删除伪迹较多

的试次, 汉汉组、英英组和英汉组分别删除了 3.8%, 

6.6%。和 7.8%的数据。每名被试每个条件下有效

叠加试次数均超过 50 次。 

元分析研究表明图画呈现后的 250~450 ms 为

词汇产生中的词汇选择和音韵编码阶段(Indefrey & 

Levelt, 2004), 我们重点关注了 200~500 ms 时间

窗。为了考察英汉双语者二语加工的音韵编码单元

起作用的时间进程, 从刺激出现之后的 200 ms 开

始, 以 50 ms 为时间窗口递增, 对 3 组数据在各个

时间窗口下进行了语音相关类型(音节相关、音素

相关与语音无关), 半球(前、后)和偏侧化(左、中、

右)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2)。 

多重比较结果(均经过 FDR 校正)发现, 汉汉组

在 250~300 ms 时间窗口, 前半球右侧音节效应显

著 F(1, 17) = 9.57, p = 0.021, ηp
2 = 0.36, f2= 0.75; 前

半球中央区域音节效应边缘显著 F(1, 17) = 4.82, p 

= 0.08, ηp
2 = 0.22, f = 0.53; 后半球右侧音节效应显

著, F(1, 17) = 12.19, p = 0.018, ηp
2 = 0.42, f = 0.84。

300~350 ms 时间窗口, 后半球右侧音节效应显著, 

F(1, 17) =10.21, p = 0.03, ηp
2 = 0.38, f = 0.77。 

英英组 200~250 ms 时间窗口, 后半球中右音

素效应边缘显著, F(1, 17) = 8.81, p = 0.05, ηp
2 = 0.34, 

f = 0.72; F(1, 17) = 5.76, p = 0.06, ηp
2 = 0.25, f = 

0.58。前半球左中音素效应边缘显著 , F(1, 17) = 

4.89, p = 0.06, ηp
2 = 0.22, f = 0.54; F(1, 17) = 4.50, 

p = 0.06, ηp
2 = 0.21, f = 0.51。 

英汉组 200~250 ms 时间窗口发现, 前半球左 

                                                           
2根据方差分析效应量 Cohen’s f 的评价标准, 0.10 为的低效应, 

0.25 为中等效应, 0.40 为高的效应(Cohe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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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目标语言在各时间窗口下不同干扰词语音相关类型, 半球和偏侧化的方差分析 

200~250 ms 250~300 ms 300~350 ms 350~400 ms 400~450 ms 450~500 ms 变异来源 
(df1, df2) F ηp

2 F ηp
2 F ηp

2 F ηp
2 F ηp

2 F ηp
2 

汉汉组                         

类型(2, 34) — — — — — — — — — — — — 

半球(1, 17) — — 8.02* 0.32 11.53* 0.40 5.15* 0.23 — — — — 

偏侧化(2, 34) — — — — — — — — — — — — 

类型×半球(2, 34) — — — — — — — — — — — — 

类型×偏侧化(4, 68) — — — — — — — — 3.83* 0.18 — — 

类型×半球×偏侧化(4, 68) — — 3.27* 0.16 — — — — — — — — 

英英组              

类型(2, 34) — — — — — — — — — — — — 

半球(1, 17) 9.54* 0.36 12.88* 0.43 8.84* 0.34 5.33* 0.24 — — — — 

偏侧化(2, 34) — — — — — — — — — — — — 

类型×半球(2, 34) — — — — — — — — — — — — 

类型×偏侧化(4, 68) — — 2.72* 0.14 — — — — — — — — 

类型×半球×偏侧化(4, 68) — — — — — — — — — — — — 

英汉组              

类型(2, 34) — — 4.10* 0.24 3.42* 0.24 — — — — — — 

半球(1, 17) 13.72* 0.45 13.72* 0.45 9.35* 0.36 — — — — — — 

偏侧化(2, 34) — — — — — — — — 6.55* 0.28 6.66* 0.28

类型×半球(2, 34) — — — — — — — — — — — — 

类型×偏侧化(4, 68) — — 3.27* 0.16 — — — — — — — — 

类型×半球×偏侧化(4, 68) — — 3.17* 0.16 — — — — — — — — 

注：* p < 0.05, —表示不显著, p 值均经过 FDR 校正。 

 
侧和后半球左侧音素效应边缘显著, F(1, 17) = 4.89, 

p = 0.07, ηp
2 = 0.24, f = 0.56; F(1, 17) = 5.54, p = 0.07, 

ηp
2 = 0.25, f = 0.57。在 250~ 300 ms 时间窗口, 前半

球左中和右侧音素效应边缘显著, F(1, 17) = 6.83, p 

= 0.067, ηp
2 = 0.29, f = 0.64; F(1, 17) = 6.007, p = 

0.07, ηp
2 = 0.26, f = 0.59; F(1, 17) = 5.38, p = 0.07, ηp

2 

= 0.24, f = 0.56。图 2 从左至右分别表示了汉汉组

(左)、英英组(中)和英汉组(右)在不同时间窗口内 3

种条件下在 Cz 电极点上的平均波形图 , 以及相应

的时间窗口内的地形分布图。  

3.3  整体地形图 ERP 模式分析(时空微态分割) 
研究认为刺激相关的 ERP 信号之间整体电场

并不是随机变化的, 而是在转换为另一种形态稳定

的地形之前 , 能够保持几十毫秒的稳定(Lehmann 

& Skrandies, 1984), 每一种时间空间地形分布图反

映了某一个加工阶段或过程。这一方法是通过对比

不同条件和组别之间一定时间内稳定的整体电场, 

对特定时间进程内相应的心理信息加工过程进行

分析(Koukkou & Lehmann, 1987; Lehmann et al., 

1998; Laganaro, 2014, 2017)。在确定不同条件下解

释力最优的地形图数量过程中, 利用整体解释变异

(global explained variance, GEV)和持续时间(duration)

进行统计分析。 

首先对汉汉组与英英组做组间分析, 进而对汉

汉组和英汉组做组间分析, 最后对英英组和英汉组

做组内分析。比较汉汉组和英英组在不同语音相关

条件之间的整体地形图差异时, 我们利用了汉汉组

和英英组内音节相关条件、音素相关条件以及语音

无关共 6 个条件的总平均数据, 根据以往研究表明, 

250~450 ms 为音韵编码阶段(Schriefers et al., 1990), 

对图片呈现后的 200~500 ms 进行地形图分析, 结

果可以解释总变异的 91.5%。图 3A 呈现的是能够

解释总平均 ERPs 最大变异的 4 个地形图成分, 图

3B 为每个条件下总平均 ERPs 的整体场能量轨迹

(global field power traces, GFP), 表明每个条件下每

个地形图的位置和持续时间。分析表明汉汉组和英

英组相比, 具有不同的微态成分 2 和微态成分 3, 

表明汉语母语和英语母语者在音韵编码阶段具有

不同的脑加工模式。 

利用汉汉组和英汉组共 6 个条件的总平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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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汉汉组(左)、英英组(中)和英汉组(右)在不同时间窗口内 3 种条件下在 Cz 电极点上的平均波形图以及相应的时

间窗口内的地形分布图 

注：波形图中的阴影部分表示的是统计达到显著的效应(p < 0.05), 分别为汉汉组音节效应(250~300 ms) (左)、英英组音素效应

(200~250 ms) (中)和英汉组音素效应(250~300 ms) (右)。 

 

 
 

图 3  汉汉组、英英组与英汉组各个条件下总平均 ERPs 的 GFP 和微态分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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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从图片呈现后 200 ms 到 500 ms 进行时空微态

分割分析, 结果可以解释总变异的 93.2%。分析表

明英汉组与汉汉组相比, 相同微态成分 1 和 4 组间

主效应差异不显著(all ps ≥ 0.84), 语音相关类型

主效应和组间与语音相关类型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all ps ≥ 0.99)。汉汉组在 334~460 ms 出现了与英

汉组不同的微态成分 2, 显著区别于英汉组的脑微

态成分。 

比较英汉组和英英组的脑地形图差异时, 我们

利用了英汉组和英英组共 6 个条件的总平均数据, 

同样从图片呈现后 200 ms 到 500 ms 进行时空微态

分割分析, 结果发现英英组与英汉组具有 3 个相同

的微态成分, 仅在成分 1 和 3 的开始时间和持续时

间上存在差异, 可以解释总变异的 93.2%。地形图

1、3 上组间主效应差异显著(p < 0.001; p < 0.001), 

语音相关类型主效应和组间与语音相关类型交互

作用都不显著(all ps ≥ 0.99)。在地形图 1 上英汉

组都表现出比英英组更短的持续时间 (音节相关

106 ms vs. 204 ms; 音素相关 124 ms vs. 230 ms)。

地形图 3 上英汉组都表现出比英英组更长的持续时

间(音节相关 144 ms vs. 50 ms; 音素相关 134 ms vs. 

34 ms)。 

综合时空微态分割结果可知, 英汉组与英英组

具有相同的微态成分, 仅在成分持续时间上存在差

异 ; 英汉组与汉汉组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微态成

分。这些结果说明英汉双语者在产生汉语时的脑功

能激活状态更类似于英语母语者 , 而区别于汉语

母语者 , 因此认为英汉双语者在加工汉语时表现

出同化机制。 

4  讨论 

采用图词干扰范式, 结合 ERP 技术以及时空

微态分割分析法, 我们考察了英汉双语者汉语作为

第二语言的口语词汇产生中音韵编码过程的同化

与顺应机制。反应时结果发现汉汉组、英汉组与英

英组都出现显著的音节效应 , 未出现音素效应。

ERP 结果发现, 汉汉组表现出音节效应, 英英组表

现 出 音 素 效 应 , 英 汉 组 表 现 出 音 素 效 应 (200~ 

250 ms), 英汉组音素效应的模式与英英组更相似; 

时空微态分割分析发现英汉组与英英组微态成分

完全相同(地形图 1, 地形图 3, 地形图 4), 仅在持

续时间上存在差异, 相比而言, 英汉组与汉汉组具

有不同的微态成分(地形图 2)。总体来说, 英汉双语

者二语产生的音韵编码过程中表现出的音素效应

模式与英语母语者更为相似, 与汉语母语者的神经

模式存在显著不同, 研究结果首次清晰地表明英汉

双语者在二语口语产生的音韵编码过程中表现出

母语同化机制。 

在反应时上, 汉语作为母语的口语词汇产生过

程表现出音节效应, 以及英语作为母语的口语词汇

产生过程表现出音素效应, 这与已有汉语和英语的

研究结论一致(You et al., 2012; Zhang & Damian, 

2019)。O’Seaghdha 等(2010)提出了合适单元假设

(proximate units principle)来解释跨语言间音韵编

码单元的不同。合适编码单元(proximate units)指的

是激活词汇的词素之后首先被激活的音韵编码单

元, 这一假设认为音韵编码单元中最先选择的单元

存在语言上的差异, 印欧语系如英语或荷兰语中最

先选择的单元是音素, 而在汉语中则为音节。在印

欧语系中, 讲话者在选择音素后, 结合节律信息进

行音节化过程, 从心理音节表中提取音节准备发音

运动程序。汉语口语产生中讲话者则在选择音节后

进一步分解为音素或音段信息(音韵编码阶段), 准

备发音运动程序(语音编码过程), 最后进行发音输

出口语产生的结果(发音阶段)。Roelofs (2014)利用

计算机模拟的方法将合适单元假设加入到了口语

词汇产生的 WEAVER 模型的参数设定中, 验证了

合适单元假说。我们通过跨语言比较的结果, 为合

适单元假说提供了支持证据。 

英英组在反应时的结果上未表现出音素效应, 

这与已有发现不一致。我们猜测可能的原因有：第

一, 实验设计中同时包括了音节相关、音素相关和

无关, 因为音节相关中语音重叠的程度大于音素相

关, 所产生的促进效应较大, 而音素相关所产生的

促进效应较小, 这在一定程度上掩蔽了音素相关所

引起的效应, 使得相对较为微弱的音素效应不能达

到显著水平。同时, 本研究发现英英组的反应时长

于汉汉组 , 潜伏期变长也有可能使得音素效应消

失。第二, 这可能是由于英汉双语者的外部语言环

境是汉语所导致的。以往就有研究在行为结果上发

现, 第一语言的加工过程会受到第二语言学习迁移

的影响。在考察粤语口语产生中音韵编码单元的研

究, 有研究者指出发现粤语中的亚音节启动效应可

能是受到了被试英语二语经验的影响, 导致粤语被

试能够更加敏感的操作亚音节水平作为语音计划

单元(Wong et al., 2012)。在以汉英双语者为被试的

研究中同样发现在产生汉语过程中的亚音节启动

效应(Verdonschot et al., 2013), 表明二语可能对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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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韵编码单元产生影响。Nakayama 等(2016)也指

出, 产生二语过程中利用母语或二语模式启动效应

的大小与在二语国家停留的时间长短有关。本研究

中参加实验的被试均在中国停留至少一年以上, 日

常语言环境均为汉语, 因此在语言产生的行为反应

时结果上发现了更类似汉语母语者的音节效应。 

重要的是, 我们首次同时采用 ERP 波形分析

和时空微态分割分析, 两类分析一致地表明英汉组

的汉语音韵编码过程中表现出音素效应模式, 其模

式更多地与英英组相似, 并非与汉汉组相似, 表现

出二语加工中的同化机制。具体地说, ERP 波形分

析发现汉汉组的音节效应出现在 250~350 ms 之间, 

位于右侧半球, 时间进程与音节效应出现的时间相

当(Wong et al., 2018; You et al., 2012; Zhang & 

Damian, 2019)。英汉组的音素效应出现在 200~ 

300 ms 之间, 位于左侧半球前部区域, 英英组的音

素效应出现在 200~250 ms 之间, 位于左侧半球前

部区域, 这与印欧语系中发现的音素效应出现的时

间一致 (Timmer & Schiller, 2012; Timmer et al., 

2014)。因此, 我们认为时间进程和波形分布的结果

表明, 英汉双语者产生汉语过程中的音韵编码单元

模式更类似于母语英语的音韵编码单元模式, 支持

同化机制。 

已有研究认为每一个空间地形分布图反映了

特定的加工过程, 不同的微态成分对应于不同的加

工过程(Koukkou & Lehmann, 1987; Lehmann et al., 

1998; Laganaro, 2014, 2017)。我们的研究发现英汉

组和汉汉组微态成分 1 的持续时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而英汉组与英英组微态成分 1 的持续时间存在显著

差异, 在地形图 1 上英汉组表现出比英英组更短的

持续时间。根据元分析中各个阶段对应的时间进程

(Indefrey, 2011), 微态成分 1 可能对应的是词汇选

择阶段。由于英汉组和汉汉组产出的词汇均为汉语, 

因此词汇选择阶段持续时间上没有显著差异, 而英

汉双语者在产生汉语与英语过程中需要检索不同

的词汇因此需要不同的持续时间。英汉双语者检索

母语词汇反而比检索二语汉语词汇需要更长的时

间。为什么？根据抑制控制模型(Inhibitory Control, 

Green, 1998), 我们猜测是由于周围的语言环境为

汉语, 双语者在这种环境下需要对母语进行抑制从

而产生二语, 由于母语产出比二语更为流畅, 因而

对母语需要更强的抑制, 也就导致再次进行母语的

口语产生时需要消耗更大的认知资源解除抑制, 因

此导致英语母语者检索母语词汇反而需要更长的

时间(Gollan et al., 2011; Misra et al., 2012)。 

在英汉组与英英组中具有相同的微态成分 3, 

均出现在图画呈现后的 300 ms 之后, 这一时间窗

口对应于口语词汇产生中的音韵编码阶段(Indefrey, 

2011), 而这一微态成分在汉汉组中未出现 , 这一

成分可能与音素提取有关, 音韵编码过程在英汉组

和英英组具备相似的时空模式, 表明英汉双语者在

二语加工过程中采用了与母语相似的加工机制, 表

现出同化加工机制。在微态成分 3 的持续时间上, 

英汉组都表现出比英英组更长的持续时间。对于双

语者来说, 在二语音韵编码过程中仍然要比一语音

韵编码消耗更大的认知努力, 表现出二语加工中需

要更长的持续时间进行音韵编码过程。 

在汉汉组中 , 出现了一个特异的微态成分 2, 

其时间进程大约在图画出现后的 350 ms 左右, 而

这一微态在英汉组与英英组中都未出现。根据这一

对比, 我们猜测这一成分与汉汉组中的音节提取有

关。这一时间窗口与已有有关汉语口语词汇产生中

音节提取的时间进程基本一致。Zhang 和 Damian 

(2019)发 现 的 音 节 效 应 位 于 图 画 呈 现 后 的 300~ 

450 ms 之间(类似的时间窗口见 Wang et al., 2018)。

因为此类分析在已有同类研究中很少使用, 上述研

究发现还需要更多的实验进行验证。 

综上, 本研究的发现一致地表明英汉双语者在

作为二语的汉语口语词汇产生过程中采取了与母

语类似的加工模式, 表现出同化加工机制。这与已

有的一些发现一致。研究者发现藏汉双语者的汉语

产生在反应时结果上的模式与藏语更为相似, 同样

表现出同化机制(王星星, 2013)。同样在印尼语−汉

语者出声阅读汉字的 fMRI 研究(Tian et al., 2019)

中发现作为二语的汉语表现出与母语相似的脑区

激活模式。 

我们的发现与词汇识别中的结果不一致。元分

析的结果(Liu & Cao, 2016)发现在词汇理解任务中, 

如果二语的正字法透明度低于一语, 则表现为顺应

的机制。为什么在词汇产生过程中出现了完全不同

的加工机制？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任务不同导致加

工机制不同。在图画词汇干扰任务中, 被试主要的

任务是口语命名图片, 同时忽略干扰字。在图片命

名任务中, 人们可以不用通达目标字的正字法信息

(Zhang et al., 2007; Damian & Bowers, 2003), 而单

词的阅读过程从视觉正字法信息加工开始, 也涉及

到单词语音和语义的提取(陈宝国 等, 2006)。汉语

作为表意文字, 侧重形音对应的音节发音记忆,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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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字形分析的作用(Zhao et al., 2012), 视觉呈现的

汉字识别过程必然受到正字法信息的影响。已有研

究发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加工时更多表现出

与母语不同的加工模式, 表现出顺应机制。由于实

验任务中对正字法信息依赖的要求不同, 英汉双语

者对于词汇产生和词汇理解过程可能采用了不同

的加工机制。 

其次, 也有研究运用口语产生的任务, 得到结

论认为双语者在二语熟练度较高的情况下, 能够采

用顺应机制加工二语(Nakayama et al., 2016)。从双

语者掌握的语言类型来看, Nakayama 等(2016)选取

的是日英双语者, 日语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印欧语系

外来语, 通常用片假名书写。虽然在语音上经过了

日本语化, 但是仍然与英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

种母语中的英语外来语所带来的影响, 可能导致日

语被试在学习英语过程中更加容易地采用英语的

加工机制。而在以英汉双语者为被试的产生任务研

究中(Zhao et al., 2012)发现, 被试在加工汉语过程

中, 更多的运用母语的加工策略同化二语加工, 这

比顺应二语本身的加工机制需要更少的认知努力。

在产生汉语口语词汇产生的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英

汉双语者选取了消耗认知资源更低的类似于母语

英语的加工方式, 即同化机制。 

另 一 个 可 能 影 响 的 因 素 是 二 语 的 熟 练 度 。

Nakayama 等(2016)在研究中发现二语熟练度低的

被试在产生二语词汇过程中倾向于使用一语的音

韵编码单元, 而熟练度高的被试更倾向于采用二语

音韵单元的加工模式。即二语熟练度低的被试倾向

于采用同化机制, 而熟练度高的被试倾向于采用顺

应机制。结合本研究进行对比, 参加本实验的被试

为通过汉语水平考试(Hanyu Shuiping Kaoshi, HSK)

成绩为 5 级及以上, 一般认为达到 HSK 5 级以上的

被试其汉语熟练度较高(张凯, 2004)。我们在行为结

果上发现了英语母语被试的表现类似于汉语母语

者的加工模式, 这不同于脑机制上发现的同化加工

模式。HSK 分为听力、阅读和写作三个部分, 主要

考察的是对汉语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并未系统地考

察口语表达能力。这种行为和脑机制上的差异表现, 

也更进一步说明, 根据被试的 HSK 成绩评价为语

言理解熟练度较高 , 不能保证口语产出能力也较

高。而随着被试留学经验的丰富, 沉浸在二语环境

中的时间增长, 汉语口语产生的熟练度增加, 被试

可能在未来的脑机制上呈现出顺应的机制。目前从

脑机制上得到的结果来看, 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支持

同化机制。这也提示研究者需要从产生和理解两个

方面考察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 后续研究中需要

区分被试口语产生能力的熟练度高低对音韵编码

单元同化顺应机制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 本研究中出现了行为和

脑电结果的不一致：英汉组在行为上在对母语英语

的加工中表现出音节效应, 而脑电结果表现出音素

效应。反应时是最终输出的结果反映, 会受到一系

列加工过程的影响 , 而脑电指标反映了实时的加

工。基于已有研究的结果和本研究的分析, 我们倾

向于认为英汉双语者在英语的加工中, 其神经层次

上仍然保留了对英语音素的敏感性。而行为上未表

现出音素效应的原因比较复杂, 比如同时呈现的语

音相关条件, 以及作为二语的汉语对母语英语的影

响, 需要在下一步的研究中进行考察。第二, 本研

究中英汉组和英英组是同一组被试, 但所用实验材

料不同, 而英汉组和汉汉组为不同组被试, 所用实

验材料相同。在行为数据分析中我们采用混合线性

模型同时纳入了被试随机变量和项目随机变量, 在

考虑被试差异和项目差异影响的基础上考察了语

言和语音相关类型对英汉组、英英组和汉汉组口语

词汇产生过程的影响。本研究的实验设计遵循了已

有对于双语者二语加工同化与顺应机制的研究逻

辑, 与已有研究设计类似(例如 Tian et al., 2019; 

Timmer & Shiller, 2012; Sun et al., 2015)。Sun 等

(2015)利用 fMRI 技术考察英汉双语者和汉英双语

者在阅读母语与二语词汇过程中的脑区激活差异。

其中将英汉双语者进行二语汉语词汇判断任务组

(英汉组)与英汉双语者进行英语词汇判断任务(英

英组)和汉英双语者进行汉语词汇判断组(汉汉组)

分别进行组内和组间对比。结果表明, 与英英组相

比, 英汉组更多的激活右侧额下回区域, 该脑区的

激活与汉语加工相关。也就是说, 英汉双语者在词

汇识别任务中采用了与二语类似的加工方式, 即表

现出顺应机制, 这一结果与 Liu 和 Cao (2016)元分

析中的结果相一致, 因此我们认为该机制受到组内

或组间比较的影响较小。尽管如此, 由于双语者的

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 在考察二语加

工同化与顺应的机制时, 更为理想的情况是 3 组被

试分别为汉语单语组、英语单语组和英汉双语组, 比

较英汉组与其他两组的加工机制是否相同。 

5  结论 

基于二语学习者在认知神经机制上的同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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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假设, 我们利用图词干扰范式, 要求被试进行

外显的口语词汇产生任务, ERP 波形分析和时空微

态分割分析一致地表明英汉双语者二语汉语加工

过程中采用了类似于英语母语的同化机制, 且发生

在音韵编码加工阶段的早期, 为英汉双语者产生二

语的加工机制提供了时间进程以及时空微态分割

上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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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milation mechanisms of phonological encoding in second language spoken 
production for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s 

XIN Xin, LAN Tianyi, ZHANG Qingfa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Whether and how L2 spoken word production influenc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1 

network and L2 network is still controversial. Studies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have documented that 

bilinguals present an accommodation or an assimilation pattern in L2 processing. For bilinguals, an 

accommodation pattern of L2 involves additional neural correlates than L1, while an assimilation one shows 

overlapping neural correlates with L1. Using electrophysiological measures, the present study thus aims to 

compare the patterns of L2 phonological encoding in spoken word production for bilingual speakers.  
In a picture-word interference task, we combined the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technique and 

spatio-temporal segmentation method to examine assimilation and accommodation mechanisms of L2 phonological 

encoding in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s. Twenty-two native Mandarin speakers (13 males, mean age: 21.9) and 

18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s (13 males, mean age: 22.9)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he stimuli materials were 

designed into two languages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paired with three phonologically related conditions 

(syllabically related, phonemically related, and unrelated).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ignore distracter word 

and name the picture as accurately as possible.  
Behavioral data revealed a significant syllable effect in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and English-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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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s name picture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showing that pictures paired with syllabically related 

distractors were named faster than those paired with unrelated distractors. ERP data showed that syllabically 

related distractors elicited a larger modulated ERPs than unrelated ones in the time window of 250~300 ms in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and phonemically related distractors elicited a larger waveform than the one in 

unrelated ones in the time window of 200~250 ms in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s naming pictures in English or 

Chinese. Results of spatio-temporal segmentation revealed identical microstates (Map1、Map3 and Map4) in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s naming pictures in English or Chinese. There was only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icrostate duration. However,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exhibited a different brain microstate (Map2) when they 

named pictures in Chinese. 
In sum, ERP and spatio-temporal segmentation results consistently indicated that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s show an assimilation pattern in speaking Chinese (L2) network, in which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pattern is more similar to the one when they speak native English, rather than the one when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speak Chinese.  
Key words  bilingualism, phonological encoding, assimilation, 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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